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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剧情人物

谱系，一个重要的、但尚未引起电视学界足够重视的

变化是：从文化符号的三元机制角度考察，当下中国

电视剧剧情人物正大规模呈现异项翻转局面———传

统意义上的正项人物地位边缘化，而原来作为对立

异项存在的陪衬人物中心化，权重上移。剧情人物的

正、异项二元置换正成为中国电视文化演变的鲜明

特征之一。本文尝试运用符号学相关理论，以军人

剧、家庭剧以及历史剧三大最有典范意义的中国电

视剧类[1]为符号样本，展示中国电视剧剧情人物的标

出性历史翻转样态，并一探其背后文化的深层动力

机制。

一、正项反转：军人被作为标出性人物

在我国电视剧中，军人剧属于题材意义重大、表
现内容特殊的剧种，是最受重视和扶持的电视剧类

型之一，许多军事题材电视剧又被称作主旋律电视

剧。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高山下的花环》到近年的

《潮起潮落》、《和平年代》、《红十字方队》、《突出重

围》、《壮志凌云》、《女子特警队》、《激情燃烧的岁

月》、《DA 师》、《军歌嘹亮》、《长征》、《归途如虹》、《最

后的骑兵》、《历史的天空》、《八路军》、《亮剑》、《红领

章》、《幸福像花儿一样》、《沙场点兵》，中国电视的军

人剧创造了一个长盛不衰的记录。
在 1980 年代，军人剧中谱写的人物基本不脱传

统英雄形象，但自 1990 年代以后，军人剧开始明显

呈现个人的主体性话语空间扩大的趋势，神圣集体

意志淡出。就人物正项而言，则经历从正项英雄、常
人、带偏执感的人，直至低智士兵的异项反转。以不

同时期播出的经典热播军人剧为例：1980 年代《高山

下的花环》中，以梁三喜为代表的一批军人基本是有

国无家的英雄；1990 年代初的《潮起潮落》，海军军官

鲁明宽开始了建立个体之家的努力寻找；1990 年代

末的《和平年代》，特种部队大队长秦子雄则始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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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于家、国冲突；到 2007 年热播的军人剧《士兵突

击》，军队符号已淡化为人物成长的背景，重点演绎

的是农村孩子许三多的个人成长经历，剧情主人公

从传统军官下移为普通士兵。
值得注意的是，2007 年《士兵突击》的热播效应，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传统人物正项携带文化意义的

颠覆：主人公许三多因“天生一副熊样”，反而成为文

化三元中的标出项 （正项主人公成为携带标出性的

文化异项）。影视学家彭吉象敏锐指出：“许三多的性

格确实是以前军事题材、影视、文学、话剧作品中不

多见的，甚至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网友称作‘中国的

阿甘’，说明很有他的特点。”[2]具体而言，其富有标出

性意涵的特征体现为二：

1. 性格标出性

与中国影视剧军人传统符号相比，许三多这一

人物是标出的异项：相比《高山下的花环》、《潮起潮

落》、《和平年代》中的高大军人形象（而且都是军官

身份），剧情反复渲染的是许三多的笨傻：参军前，许

三多被村里人称为“三呆子”，被父亲称为“龟儿子”；
参军后，长期被称为“许木木”。在家里，他是父兄眼

中的窝囊废；在连队，他是所有人眼中的拖后腿者，

副班长伍六一揶揄他“是全团唯一一个打枪跑靶、走
队出列、上车晕、下车倒的家伙”。

影像本文显示，许三多习惯处于听从别人安排

的状态，没有地位，没有自我主张，也没有任何自觉

反抗的欲望。一个低智老实的农村兵却成了特种部

队的“兵王”强人，两个反差极大的符号身份被奇妙

地组合、统一在许三多身上，从而使该形象远离传统

正项所携带的文化意义，转而成为标出异项。
2. “意义”符号的被标出

《士兵突击》中，许三多最大的话语立场是：“有

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这句

话在电视本文中反复出现。从影像整体叙事设计上

看，许三多一直在寻找意义：在五班，修路的意义；在

三班，成为尖子的意义；七连解散后，留守的意义；在

老 A，思考军人的意义。符号学理论认为，凸显必意味

缺失，许三多对意义的反复强调，反而说明当下意义

的不在场，人物投射出来的“意义焦虑”。
从父亲要他“好好活”，到在钢七连从班长史今

那里得出要做有意义的事开始，许三多在部队中（拟

态生活背景）开始了他的“意义”之路。实际上，“有意

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是一句逻

辑正确，而事实上无法解读的话，故而，剧情设计上，

叙述只能重点表现许三多的“意义”生活在于对组织

严苛命令的“无条件服从性”。从符号所指关系看，

“有意义的事”与“好好活”的意义存在本质上的语义

矛盾，由于这一内在紧张关系压力，迫使文本叙述者

不得不时时露迹，进行大量叙述干预（参见笔者相关

论述[3]）。叙述逻辑的反讽性在于：充满暴力教育的环

境（从单亲暴躁的父亲到军队的控制暴力），倒把许

三多心理锻炼得非常稳定———许三多很少关注别人

的看法，只一味顽固坚持做组织指令的“面目含糊”
的有意义的事，最终获得个人成功，其“意义”项同样

是被标出。

二、异项反转：家庭剧中“小三”权重上移

家庭剧，是中国电视剧另一经典类型，它同样呈

现了二元置换的历史翻转。家庭剧对此最醒目的标

注是异项地位反转。与家庭剧女主人公（传统正项）

地位逐渐下降到常态写实相比，原来处于被动或边

缘地位的“小三”，已然成为当下电视荧屏中的重要

表现人物，异项地位中心化。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家庭

剧，“妻子”地位介乎神人之间，而“小三”在此间的叙

述中基本隐没无闻，到 1999 年，以热播家庭剧《牵

手》为标志，婚姻中的“第三者”开始以较正面方式进

入家庭剧的文本世界。更有意味的是，随着时代话语

变化，相比一路下降的妻子地位，情人们的地位却是

一路攀升：《牵手》中，王纯虽然开始正面表白“爱”的
立场，但依然因正项携带的文化意义压力而选择主

动退场，其身份仍处于中项排斥的边缘地位。2006
年，热播家庭剧《金婚》中，“小三”李天骄不但基本摆

脱道德批判的结构性压迫，而且以其隐形身份符号

（李天骄与佟志直接交往时间并不长，影像中出场不

多，更多是作为佟志夫妻婚姻问题符号呈现的）形成

对佟志夫妻婚姻生活（正项）的极大压力和挑战。实

际上，从剧情人物携带的符号意义看，李天骄是作为

男主人公精神爱恋符号存在，潜隐相伴一生。相比 90
年代“小三”王纯的黯然离场，“小三”李天骄追求者

不断，事业骄人，最富有反讽意味的是，故事最后，相

比佟志的恋恋不舍，她早已超脱对男主人公的依赖，

活得风光无限。另一典型例子是 2009 年家庭剧《蜗

居》中以对官员情人海藻正面而全方位叙写引发的

社会热议。这是家庭剧“小三”异项反转，情人权重上

移的极好例证。
与此相应，传统正项人地位明显下移。从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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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开始，家庭剧经由《蹉跎岁月》、到九十年代

《渴望》、《牵手》，直至新世纪《金婚》，四部家庭剧中

表达的“妻子”（人物正项），经历的却是从诗性符号，

到传统道德符号，再到社会身份符号，最后落入日常

生活常态之中，被隐没消失，其权重地位、路径指向

恰与“小三”相反。1990 年代初的《渴望》，通过一个隐

忍型女性角色刘慧芳，塑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中国

传统妻子形象，其符号意义基本承载的是伦理道德

正项；1990 年代后期，《牵手》以对夏晓雪婚姻变故的

激烈讨论，显示出正项被迫重新定位的窘迫；至新世

纪的家庭剧《金婚》，进入日常生活历史书写样态，影

像用编年体的方式，近似流水账般地记录了文丽与

佟志五十年的婚姻生活，冷静观照并叙写这对普通

夫妇的平常人生，文化视角的反讽性转向，与正项下

移，中项向异项偏移方向一致。

三、视角反转：历史剧人物的二元置换

历史剧在中国影视作品创作中有天然优势。史

传典籍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中国人对记录和撰述

历史的重视程度是世界各国文化罕有的。修史历来

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一项国家文化工程。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呈现一种典型的‘纵聚合型结

构’”，表现于它严格的文类级别上，“经”（儒家经典）

与“史”（官修史），处于这文类级别的顶端，享有几乎

是绝对的权威[4]。由于历史剧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

民众的接受心理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题材电视

剧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初试锋芒，到了 90 年代就

迎来了创作的高潮，到了今天，21 世纪的最初的这几

个年头，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电视剧作品的

创作，还风头正劲，颇有一股长盛不衰的气势。”[5]

就古装历史剧而言，其人物二元置换的典型表

现在陪衬人物的视角反转上，即，对人物正项从仰视

性膜拜视角进入俯瞰性否定视角，异项日渐摆脱正

项控制，获得独立审视地位。1980 年代以来，古装历

史剧经历膜拜型（《诸葛亮》中的周瑜/司马懿）、忠顺

型（《唐明皇》中的高力士/杨玉环）、对抗型（《雍正王

朝》中的八王爷胤祀），到最后的否定型（《大明王朝

1566》中的海瑞），陪衬人物视角一路上移，最终形成

了对历史剧“帝王们”（权力正项）的视角反转。
1980 年代的热播历史剧《诸葛亮》，基本秉承传

统正项，诸葛亮形象的设定是高位又理想化的———影

像中多次出现其他剧情人物对诸葛亮的跪拜镜头，

以及其居于中心位置的构图画面，就异项陪衬而言，

剧中重要陪衬人物周瑜、司马懿往往用直接的话语

表述（叙述者干预），强调己不如孔明，“舌战群儒”一
节，影像更是通过对东吴群臣的脸谱化镜头来衬托

诸葛亮的超逸，从外在形象演示到内在言辞表达构

筑的异项人物视角是仰视性的。
1993 年，热播历史剧《唐明皇》，陪衬人物视角由

低位开始上移。作为《唐明皇》一剧中的重要陪衬人

物，大太监高力士贯穿全剧始终，对剧情发展起着衔

接、推动作用。一般在传统戏曲或话本里，高力士常

常被描写成丑角式人物，但在《唐明皇》中出现的高

力士，一改其文化传统三元中的异项性，转而成为唐

明皇一生的陪伴和追随者，其视角基本是平视。此

外，另一个重要陪衬人物杨玉环，也被《唐明皇》叙述

者加以重新改造。在众多“李杨故事”的传统文艺作

品中，对杨贵妃的态度一般持“贬”或“怜”二种。前者

认为“红颜祸水”，她是“安史之乱”的祸根；后者认为

唐朝由盛转衰，罪在昏君、奸臣与叛将，与杨贵妃并

不相干，为她一洒同情之泪。与符号携带的传统意义

不同，电视剧《唐明皇》对杨贵妃采取了“既怜且赞”
的立场，把杨贵妃从争夺宠幸，代皇帝受过的男性附

庸形象，提升到强调自身尊严与独立人格的带有现

代意识的女性（中项向异项偏移）。与前面帝王剧中

陪衬异项的仰视姿态相比，这一时期的帝王剧中，陪

衬人物开始或显或隐的具有区别正项的独立主体

性，视角渐升。
在 1998 的热播剧《雍正王朝》影像中，陪衬人群

独立叙事更为活跃，出现了一批性格较为鲜明的陪

衬者符号形象。如天真率性、任侠仗义的十三爷，足

智多谋、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邬思道，谨小慎微、又能

力挽狂澜的张廷玉，八面玲珑、为人机诈的隆科多，

凶残冷酷、刚愎自用的年羹尧等，其性格的丰富性与

复杂性远超前期历史剧异项人物———《诸葛亮》中的

周瑜、司马懿和东吴群臣，这些人物叙写明显是脸谱

化的，在正项控制之下；《唐明皇》陪衬人物虽发展出

一定的独立性，但仍然是追随和忠顺与传统文化正

项的。《雍正王朝》一剧，正项却不得不依靠陪衬人物

个性的总体凝聚，构成了雍正（正项）性格得以生成、
发展与变化的具体语境。电视剧塑造的“改革者”雍
正形象的本质说服力，来源于大批陪衬人物组织、展
示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2007 年的热播剧《大明王朝 1566》，海瑞成为主

人公嘉靖帝的最主要陪衬角色。海瑞是中国数百年

来民间广为传颂的清官典范，但《大明王朝 156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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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把海瑞形象塑造为“堂吉诃德”式的皇权挑战者。
剧中的海瑞类似精神苦修者，对牢狱和死亡甘之如

饴，多次以殉道者方式斥责嘉靖和皇朝的弊端，是个

准宗教圣徒似的人物。
饶有意味的是，相比主人公嘉靖（传统权力符号

正项），海瑞（异项）出场，从电视剧情节、台词等设计

都更为精巧夺人：在前面其它人物、情节的大段铺垫

后，海瑞作为异项出场（只穿布衣，决不穿丝绸，手执

《大明律》，骑驴出现在浙江的官场上）。海瑞的符号

形象，与传统文本塑造的“清官”正项携带文化意义

很不相同。如果从符号的标出性角度观察，《大明王

朝 1566》影像本文就可视作文化异项对正项二元反

转的符号文本。运用符号读解方式，纵观全剧，影像

着力铺陈的是作为异项符号的海瑞，在文本中成功

实现了对文化正项所携带的符号意义的解构、颠覆

和替代。异项（海瑞）对传统正项的体制与权力符号

（嘉靖）的大举进攻、批判，构成了处于边缘地位的

“异项”对“正项”（权力中心）的俯瞰性审判视角，这

一叙述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中国电视剧剧情人物标出

性历史翻转样态的隐喻文本。此外，《大明王朝 1566》
叙述者对权力正项“嘉靖”的叙写表达也是如此。嘉

靖名为帝王，处于权力顶端，但实际上他早已沦为自

身存在的精神囚徒———如影像所示，他一生都是自

己把自己软禁在深宫 （正项符号建构的文化意义也

恰恰是对自身的否定），正项叙述再次有力佐证了这

一翻转局面的形成。全剧首尾叙述设计也是强有力

的说明：第 1 集开场，腊月不下雪，嘉靖廷杖致死谏

官周云逸，到结尾部分，嘉靖临终给儿子裕王的三道

遗诏，其一即是赦免海瑞。嘉靖死后，新君与谏官海

瑞携手而行。全剧首尾形成的强烈反差，意味深

长———正项被迫退出，异项成功反转，陪衬人物与主

人公的文化意义各自朝相反方向演进，从而实现二

元置换。
正如赵毅衡的研究指出的那样“正项异项翻转

后，被颠覆的正项会以边缘化异项方式部分持久地

保留下来……。”[6]在《大明王朝 1566》中，影像对此的

表达为：虽然进入权力中心的人们个个才智过人，到

头来却迫于对绝对权力（传统文化正项）的维系，被

牵制到极其荒诞的存在———嘉靖一辈子闭关独处，

成为精神囚徒、严嵩装聋作哑故示孱弱、胡宗宪两难

生存境遇等等。因为正项失衡，中项偏边，导致我们

看到的是一连串吏治困局以及官僚们群体性进退失

据，被迫以各种怪异方式生存（正项反转），这是历史

的反讽。
如符号学研究指出的那样，文化的发展，就是标

出性变化的历史。实际上，中国电视剧类型发展中人

物的二元置换。并不偶然。历史是在时间中外在化的

精神，电视剧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叙事文本，其文本

叙事是历史意识的外化形式，不同时期人物影像实

际上是文本历史意识的外在投影。影视发展浪潮的

背后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变化，它必定会在文化

文本中被表现。也就是说，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或比

喻性本质，将作用于不同时期电视剧的虚构外壳之

下，使之能够成为时代的经典性文化文本。
笔者认为，中国电视剧人物的标出性历史翻转，

与文化表意形式的修辞演变密切呼应，由于对立之

间存在的否定关系，构成了文化演进的动力机制[7]，

其本质在历史演进辩证否定律的外在化。中国电视

剧中人物标出性翻转正是这种演进的表现。

注释

[1]要说明的是，宏观上，中国电视剧题材可以划分为家庭

剧、社会剧、历史剧三个主题范畴。其中，学界公认，家庭伦理剧、
古装历史剧以及军人剧分别是三范畴中最突出的类别。正由于

此，本文以中国电视剧这三大代表类型为系统研究范畴的探讨，

具有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样本意义。这一结论也可以从中央电视

台主持的每 5 年一次的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报告中得到证明。
[2]本刊记者：《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研讨会纪要》，〔北

京〕《中国电视》2007 年第 10 期。
[3][6]参见王立新：《中国电视剧符号修辞演变批评》，《中外

文化与文论》第 20 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4]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

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7 页、第 198页。
[5] 曾庆瑞：《答辩讲话》，《电视剧原理·文本论》（第二卷），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49 页。
[7]符号学研究发现，修辞不仅是语言的说服手段，更是人

类思维的根本形式，是文化和人类言说自身存在的方式。修辞中

的隐喻（广义的比喻）及其变体———转喻/提喻，和反讽修辞组成

的修辞四体是文化系统中最基本的言辞结构。四体之间存在演进

规律，即修辞四格之间有一种层层扬弃否定的递进关系，呈现出

从隐喻（异之同）开始，经历转喻（同之异）、提喻（分之合），最后达

到反讽（合之分）的演进轨迹，这一规律在文化的各种符号表意形

式的演化中都或隐或现地出现。电视剧是中国当代文化最重要的

体裁之一，其发展深刻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本文推论，修辞四

体的演进规律也体现在电视剧影像话语的变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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